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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市民化进程不仅受到制度性劳动力流动障碍的影响， 还会受观念因素的制约。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

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及城市特征数据， 研究了流动人口来源地子女教养观念对市民化的

作用。 研究发现， 协作培养型的教养观念令流动人口流入入学门槛更低的城市， 并促使流

动人口离开当前居住的入学门槛较高的城市， 这一作用在高教育水平的群体中更强。 本文

的政策含义是， 可通过降低外来人员子女的入学门槛来加速市民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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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是中国当前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任务。 一方面， 流

动人口融入流入地城市会减少留守儿童数量， 并有利于减轻城市内部的居住区分割等

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 流动人口更充分地融入城市会提高其消费需求， 从而直接影响

内需， 并间接影响到城市居民的就业和收入。 此外， 从公平角度而言， 市民化进程的

推进也意味着流动人口这一群体能够更加充分地分享城市发展带来的好处。 因此， 加

快农民工市民化是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保障公平的重要任务。 然而， 当前中国流动人

口市民化程度仍然较低。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２０２０ 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６３􀆰 ９％ ， 然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 ４５􀆰 ４％ 。 从流动人口的规模来看， 第七次人口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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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显示， ２０２０ 年全国流动人口的规模为 ３􀆰 ７６ 亿， 比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净增

１􀆰 ５５ 亿。 从户籍转变之外的市民化状态来看， 《２０２０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显示，
仅有 ４１􀆰 ４％的进城农民工认可自己是居住在城市的 “本地人”， 仅有 ２９􀆰 ３％ 的农民工

参加过所在社区组织的活动， 农民工在流入地缺乏归属感与参与感。 因此， 推进市民

化进程的任务仍然很艰巨。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二十大报告

重申了这一任务。 各级政府也在积极推动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的落实

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

在推进市民化的制度变革方面， 国家近年来已经在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公共服

务均等化。 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歧视会影响市民化的进程， 这一点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因此相应的制度变革也已经在推进。 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的意见》， 标志着中国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的开始。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在

２０１９ 年发布了 《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文件再次强调

了户籍改革的紧迫性。 然而， 户籍改革推进的早期， 其效果并不是很好 （邹一南，
２０１８）。 这固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地方层面落实户籍改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积极性不高，

但不应忽略的是， 一些非制度因素仍然在制约着市民化进程， 并且在弱化户籍改革和公共服

务均等化的作用。 例如， 农民工群体自身的观念特征可能会降低其市民化的意愿， 如社会歧

视感知、 小农意识、 城市归属感等 （聂伟， ２０１８； 陈晓莉， ２０１３； 吴业苗， ２００８）。

本文也拟从观念的视角探讨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和前文中提到的观念因素不同的

是， 我们强调农民工来源地的固有观念对其市民化的影响， 其中， 我们重点关注子女养

育观念的作用。 我们想强调的逻辑是， 养育子女的观念会影响农民工对流入城市的选择，

并且在给定流入地特征的情况下， 养育子女的观念也会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 但养

育观念对市民化意愿的作用可能有正反两个方向： 一方面， 那些在来源地文化上更倾向

于陪伴子女成长的父母更希望长期留在流入地城市， 从而为子女争取更好的教育条件；
但另一方面， 陪伴子女成长的倾向也有可能使得农民工由于子女在流入地入学困难而选

择离开流入地城市。 基于这一考虑， 我们也讨论了观念的力量和流入地城市政策的交互作

用， 分析了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限制对养育观念作用的影响。 此外， 观念在不同人群中的作用

可能会存在差异， 因此我们也分析了入学限制和养育观念对不同人群的异质性作用。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 ２０１７ 年全

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城市特征数据以及手工收集的城市层面的入学门槛数

据， 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我们发现， 更重视子女陪伴、 更尊重子女的协作培

养型教养观念会令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流入入学门槛较低的城市， 并且留在这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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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发现， 重视陪伴子女的教养观念也会显著提高子女随迁、 为子女教育而留下和

选择稳定工作的概率。 这表明， 子女教养观念确实会通过子女影响流动人口的市民化，
因此入学门槛会成为影响子女教养观念作用的关键因素。 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显示， 个

人教育水平越高的流动群体对入学门槛越敏感， 不论是当前城市选择还是未来的居留

意愿， 都越会避开入学门槛高的城市。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从户籍地原有观念这一新的视角出发， 研究了城市选择和市

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 并对城市入学门槛进行了量化， 分析了户籍地观念和流入地政

策的交互作用。 本文的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梳理并评论市民化影响因素以及户籍与入

学限制的相关文献； 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来源及模型设定； 第四部分展示子女教养观念

影响城市选择和市民化意愿的实证结果； 第五部分分析入学限制和养育观念对不同人

群的异质性作用； 第六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

对流动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已颇为丰富。 诸多研究显示， 丰富的家庭

禀赋 （姚植夫、 薛建宏， ２０１４； Ｚｈａｏ， ２００２）、 高水平的人力资本 （陈昭玖、 胡雯，

２０１６； 王竹林、 范维， ２０１５）、 充足的社会资本 （徐美银， ２０１８）、 城市社会保障 （张
文武等， ２０１８） 以及更大的城市规模 （Ｌｉｕ ＆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９） 都有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
关于公共服务方面， Ｌｉｕ ＆ Ｘｉｎｇ （２０１６） 研究发现， 农村小学的关闭以及到附近小学距

离的增加会提升农村居民流出的概率； 夏怡然和陆铭 （２０１５） 发现， 流动人口流向城

市， 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充足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 还为了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
以上研究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文献大都将视角聚焦于社会经济条件等客观因素，

仅有少数文献研究了主观因素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如社会公平感知、 制度感知和相

对剥夺感等。 社会公平感知是对社会环境公平与否的主观评价， 它会影响人们的判断

与行为。 龚紫钰 （２０１７） 通过实证发现， 农民工对社会公平的认可程度与其市民化意

愿显著正相关。 孙一平 （２０１９） 以受访者过去四周的心情作为社会公平感知的工具变

量， 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公平感知会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关于制度感知方面，

叶俊焘和钱文荣 （２０１６） 发现， 农民工对制度的了解程度与对制度的公平感知， 均与

农民工对市民身份的主观认同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除对社会环境的主观感知外，
个人的感受或情绪也会影响市民化意愿，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

夺感是指与参照群体对比， 处于弱势的个体会产生的基本权利被剥夺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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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ｍｍｅｎｄｅｙ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９）。 胡军辉 （２０１５） 利用农民工工资与本市居民工资的差距，

以及农民工工资与其所属教育组群的平均工资的差距， 来代表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
发现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与其市民化意愿显著正相关， 但这一发现可能和作者没有区

分客观的收入差距和对收入差距的主观感受有关。

然而， 这些研究主观因素对市民化影响的文献， 大都没有考虑到这些观念因素本身

也是市民化程度的结果， 因此很难区分这些观念和市民化之间的相关关系， 究竟体现了

观念和市民化之间的因果联系， 还是农民工在城市的观念表现本身就是市民化程度的某

种体现。 因此， 本文采用流动人口户籍地的观念作为观念的度量， 用以捕捉这一群体在

受到城市生活经历和城市政策影响之前的原有观念。 这一做法减轻了观念和市民化之间

的反向因果问题， 同时有利于分析流出地传统文化和流入地城市政策的交互作用。

户籍与入学限制是阻碍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制度因素。 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 流

动人口无法享受到与本地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 过高的城市落户门槛会增加流动人口子

女留守的概率， 其中一个重要机制就是教育资源难以获得 （魏东霞、 谌新民， ２０１８）。 这

会导致市民化进程受阻。 Ｃｏｎｎｅｌｌ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发现， 在中国， 年龄越小的子女越可能

跟随母亲流动， 但 ５ ～ ７ 岁的子女并不比年龄更大的子女有更大的随迁可能， 入学年龄

可能是随迁的分界线。 即使流动人口子女能够在本地接受教育， 其学业表现也会显著

差于本地居民子女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Ｃｈｅｎ ＆ Ｆｅｎｇ （２０１２） 的研究显示， 如果将流

动人口子女重新分配到公立学校就读， 那么流动人口子女与上海本地学生的成绩差距会

大大减小。 这说明即使流动人口子女能够在城市就读， 其面临的入学歧视仍然存在并会

对其学习表现产生负面影响。

部分城市为了缓解流动人口子女面临的入学歧视， 做了一些政策尝试， 但其效果并

不明显。 Ｗｅｎ （２００２） 通过对贵阳市的移民学校和公立学校进行实地调查发现， 移民学校

在设施、 师资等方面质量较低， 这可能会对移民儿童的未来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相反，
也有城市通过提升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门槛来控制人口的流入， 但杨娟和宁静馨 （２０１９）

发现， ２０１２ 年北京收紧的教育政策显著增加了儿童单独留守的概率， 说明流动人口可能

更重视北京的高报酬与就业机会， “教育控人” 未必有效。 类似地， 吴贾和张俊森

（２０２０） 的研究显示， 当家庭中有随迁子女到达入学年龄时， 移民举家返乡的概率增加

３􀆰 ２ ～４􀆰 ６ 个百分点， 子女留守在家的概率增加 ２􀆰 ６ ～３􀆰 ８ 个百分点。
我们认为， 流入地城市存在的入学限制不仅会普遍影响劳动力流动行为和市民化

进程， 还会通过影响子女教养观念的作用而对不同的人群产生异质性影响。 也就是说，

更加现代化的教养观念产生的市民化动力可能会受到入学政策的制约， 并且二者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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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也可能会将具有某些特征的人群排除在城市之外。 此外， 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长

期居住和稳定就业有利于其观念向着更容易融入城市的方向转变， 但入学限制如果确

实制约了观念的积极作用， 流动人口自然融入城市的进程也将受阻。 但目前， 关于这

方面的实证研究仍然较少。

三　 数据与模型设定

（一） 数据说明与处理

本文运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 构造了流

动人口户籍地观念指标， 并将之与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匹配，
探究户籍地子女教养观念对市民化的影响。 城市特征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户籍指数从张吉鹏和卢冲 （２０１９） 的研究中获得， 入学政策则

是从各城市政府网站文件或新闻中手动搜集整理得来。
１． 户籍地观念变量

户籍地区县观念指标均来自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 观念是潜移默化形成的， 通常一个地域会形成其特有的文化观念， 人

在成长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周围文化环境的影响， 故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人会具有相似

的观念， 而个人的观念也很容易带上地域特色。 因此， 本文使用户籍地区县的观念这

一较为外生的变量来代表个人观念。 另外， 人的观念较为稳固， 除非经受重大事件冲

击或环境发生变化， 否则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所以， 本文使用 ＣＧＳＳ 数据中不同年份的

观念指标共同衡量某地域的整体观念。
关于子女教养观念， Ｂａｕｍｒｉｎｄ （１９９１） 结合 Ｍａｃｃｏｂｙ ＆ Ｍａｒｔｉｎ （１９８３） 关于教养方式分

为回应与要求两个维度的观点， 最终将子女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ｔｉｖｅ）、 专制型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宽容型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ｖｅ） 和忽视型 （ｎｅｇｌｅｃｔｆｕｌ） 四种形式。 权威型注重子女的

独立性与个性并严加管教， 专制型习惯用惩罚或强迫使子女服从， 宽容型给予子女充分自由

并注重亲子沟通， 忽视型则疏于管教子女。 而安妮特·拉鲁 （２０１０） 则提出两种对立的教养

方式： “协作培养” （ｃｏｎｃｅｒｔｅ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和 “自然成长”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协作培养强调与子女理性沟通， 以理服人， 尊重子女个体， 重视子女陪伴； 而自

然成长则倾向于在与子女交往时采用命令的口吻， 较少参与亲子互动与学校事务， 将

教育的责任交给学校， 较少干预子女生活。

本文选择利用安妮特·拉鲁 （２０１０） 的理论框架， 将教养观念大致分为协作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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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然成长两种基本类型。 在协作培养式的教养方式中， 子女与父母处于相对平等的

地位， 这一特征用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中的问题 “未经孩子许可， 做父母的不能查看孩子的日记

和信件” 的打分来衡量； 亲子相处时间较多， 注重陪伴， 这一特征用 ＣＧＳＳ２０１２ 中的问

题 “看着孩子长大是人生中最大的快乐” 的评分来代表。 二者均为正向指标， 数值越

大代表观念越接近协作培养。 除子女教养的相关指标外， ＣＧＳＳ 还有一些亲子观念指标

衡量了父母对子女的重视程度， 包括 “和不工作的妈妈一样， 那些有工作的妈妈也能

够和自己的小孩关系亲密、 稳定” 和 “孩子对父母来说是一个经济负担”。 这两个指标

代表了父母对工作与子女的权衡： 前者为正向指标， 表示工作和子女同等重要， 不必

为其中一方而牺牲另一方； 而后者为负向指标， 表示工作的重要性高于子女， 子女会

成为负担。

不同观念之间可能会相互关联， 因此本文还会控制性别观念与人情观念。 关于性

别观念， 本文使用 ＣＧＳＳ 数据中有关性别看法的相关指标， 具体名称与取值如表 １ 所

示。 指标包含对家庭角色分工、 男女能力定位等方面的看法， 均为传统性别观念的正

向衡量指标， 数值越高， 代表性别观念越传统， 越同意 “男主外， 女主内”、 “男性能

力强于女性” 等传统性别价值取向。 而本文的人情观念， 则主要衡量对亲缘关系和熟

人关系的认可、 重视和依赖程度。 具体指标详见表 １， 相关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数值越

大代表越依赖亲缘和熟人关系。

表 １　 观念指标

ＣＧＳＳ 问卷中的观念问题 取值描述

子女教养观念

看着孩子长大是人生中最大的快乐

未经孩子许可， 做父母的不能查看孩子的日记和信件

完全不同意 ＝ １； 比较不同意 ＝ ２； 无所谓同意不同

意 ＝ ３； 比较同意 ＝ ４； 完全同意 ＝ ５

子女重视程度

和不工作的妈妈一样， 那些有工作的妈妈也能够和自己

的小孩关系亲密、 稳定

孩子对父母来说是一个经济负担

完全不同意 ＝ １； 比较不同意 ＝ ２； 无所谓同意不同

意 ＝ ３； 比较同意 ＝ ４； 完全同意 ＝ ５

性别观念

男人应该负责挣钱， 女人应该负责顾家

有工作当然好， 但是大多数女人真正想要的是家庭和

孩子

您是否同意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

您是否同意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您是否同意男人以事业为重， 女人以家庭为重

完全不同意 ＝ １； 比较不同意 ＝ ２； 无所谓同意不同

意 ＝ ３； 比较同意 ＝ ４； 完全同意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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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ＧＳＳ 问卷中的观念问题 取值描述

人情观念

只要是熟人要不要合同无所谓

我认为对我的亲友有益的事情， 即使他们不认可， 我也

会设法让他们做

完全不同意 ＝ １； 比较不同意 ＝ ２； 无所谓同意不同

意 ＝ ３； 比较同意 ＝ ４； 完全同意 ＝ ５

您认为哪一种伦理关系对社会秩序和个人生活最具根本

性意义
家庭与血缘关系 ＝ １； 其他 ＝ ０

您在最近三个月是否委托亲友找工作 是 ＝ １； 否 ＝ ０

最近一次处理家务琐事上的问题最先向谁求助 家人或亲戚 ＝ １； 其他求助对象 ＝ ０

最近一次处理情绪及心理上的问题最先向谁求助 家人或亲戚 ＝ １； 其他求助对象 ＝ ０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整理得到。

本文对观念指标的构造方式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 将以上指标分别作为被解释变

量， 加入个人的年龄、 性别、 婚姻状况、 户口性质、 教育水平、 收入等个体特征， 以

及区县固定效应进行回归， 并提取出区县固定效应作为每一个指标在区县层面的共同

特征。 然后， 我们按户籍地区县将 ＣＧＳＳ 中提取出的指标在区县层面的共同特征与 ２０１７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匹配。 最后， 利用熵值法， 按观念类别分类将众指

标压缩为四个综合观念指标： 子女教养观念、 子女重视程度、 性别观念以及人情观念。

由于户籍地为直辖市的流动人口的行为和决策可能与户籍地为其他城市的流动人

口不同， 因此删去户籍地为直辖市的样本， 最终获得来自 ９８ 个区县的匹配样本 ７０５５

个。 户籍地观念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户籍地观念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２５％分位数 ５０％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子女教养观念 ９８ ０􀆰 ５５８ ０􀆰 １４９ ０􀆰 ４６１ ０􀆰 ５４５ ０􀆰 ６５１

子女重视程度 ９８ ０􀆰 ５３６ ０􀆰 １３８ ０􀆰 ４４２ ０􀆰 ５５９ ０􀆰 ６２１

性别观念 ９８ ０􀆰 ３９１ ０􀆰 １２５ ０􀆰 ２９９ ０􀆰 ３７４ ０􀆰 ４４２

人情观念 ９３ ０􀆰 ４２４ ０􀆰 ０８８ ０􀆰 ３７６ ０􀆰 ４１６ ０􀆰 ４７８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２． 流动人口个体变量

流动人口的相关数据来自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本文参照张文

武等 （２０１８） 和李勇辉等 （２０１９） 使用流动人口在当前城市的长期居住意愿来代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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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化意愿的做法， 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的问题 “如果您打算留在本地， 您

预计自己将在本地留多久” 的回答来构造被解释变量 “是否明确决定在本地长期居住”，

以代表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意愿。 如果个体决定在本地居住 ６ 年及以上， 则赋值为 １， 决定

居住 ６ 年以下、 决定不再在本地居住和 “没想好” 的样本则赋值为 ０。 本文还会探究子女

教养观念对子女随迁的影响， 以及观念对不同受教育水平人群的异质性影响。 在流动人

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 除被访问者外的其他个体如果与被访问者的关系是 “儿子” 或

“女儿”， 并且现居住地是 “本地”， 则个体被确认为随迁子女。 在异质性分析中， 被调查

者本人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视为 “高教育水平”， 本科以下为 “非高教育水平”。

本文还会控制一些流动个体的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 省内流动和家庭成员随迁能

显著增强流动个体的长期居住意愿与落户意愿 （崔宝玉、 霍梦婷， ２０１９）； 老家是否有

宅基地 （Ｇ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收入和消费水平 （梅建明、 袁玉洁， ２０１６）、 健康状况 （秦

立建等， ２０１２） 等对市民化意愿也存在显著影响。 因此， 除控制基本个体特征如年龄

及年龄的平方、 性别、 受教育年限、 婚姻状况等变量之外， 本文还会控制健康状况、

收入情况和老家有无宅基地等个人特征， 并且控制同住家庭成员数、 流动范围等流动

特征。 其中， 性别变量对女性赋值为 １， 男性赋值为 ０。 未上过小学的个体的受教育年

限为 ０， 小学教育程度受教育年限为 ６ 年， 初中为 ９ 年， 高中或中专为 １２ 年， 大学专

科为 １５ 年， 大学本科为 １６ 年， 研究生为 １９ 年。 健康变量对自评健康为 “健康” 或

“基本健康” 的个体赋值为 １， “不健康， 但生活能自理” 或 “生活不能自理” 的则赋

值为 ０。 婚姻状况变量对在婚状态的个体赋值为 １， 其他为 ０。 关于流动范围的指标，

跨省流动用 １ 表示， 省内跨市的值为 ２， 市内跨县为 ３。 本文在回归中则用两个虚拟变

量来度量流动范围： 是否省内跨市流动与是否跨省流动， 参照组为市内跨县流动。 个

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流动人口个体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２５％分位数 ５０％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是否明确决定在本地长期居住 ７０５５ ０􀆰 ４１０ ０􀆰 ４９２ ０ ０ １

是否有子女随迁 ５０７２ ０􀆰 ６９４ ０􀆰 ４６１ ０ １ １

是否为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而留下 ５８４６ ０􀆰 ２２７ ０􀆰 ４１９ ０ ０ ０

是否签订了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３０７６ ０􀆰 ４７９ ０􀆰 ５００ ０ ０ １

流入本市时长（年） ７０５５ ６􀆰 ４２５ ６􀆰 １０９ ２ ５ ９

今后一段时间， 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

本地
７０５５ ０􀆰 ８２９ ０􀆰 ３７７ １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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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２５％分位数 ５０％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２０１６ 年以来您在本地是否参加过工

会、 志愿者协会的活动
７０５５ ０􀆰 １１８ ０􀆰 ３２３ ０ ０ ０

是否同意 “我喜欢我居住的城市 ／
地方”

７０５５ ０􀆰 ９７５ ０􀆰 １５７ １ １ １

是否同意“我关注我现在居住城市 ／
地方的变化”

７０５５ ０􀆰 ９５３ ０􀆰 ２１２ １ １ １

年龄（岁） ７０５５ ３６􀆰 ５２０ １０􀆰 ８５７ ２８ ３５ ４４
性别 ７０５５ ０􀆰 ４８５ ０􀆰 ５００ ０ ０ １
受教育年限（年） ７０５５ １０􀆰 ０２３ ３􀆰 ２４９ ９ ９ １２
婚姻状况 ７０５５ ０􀆰 ８２８ ０􀆰 ３７７ １ １ １
同住家庭成员人数（人） ７０５５ ３􀆰 ２３８ １􀆰 ２０８ ３ ３ ４
流动范围 ７０５５ ２􀆰 ３３０ ０􀆰 ７７６ ２ ３ ３
户籍地老家是否有宅基地 ７０５５ ０􀆰 ６０５ ０􀆰 ４８９ ０ １ １
去年平均月收入（元） ７０５４ ７１８０􀆰 １６７ ５７５５􀆰 ５６５ ４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８０００
是否健康 ７０５５ ０􀆰 ９７２ ０􀆰 １６６ １ １ １
是否为高教育水平 ７０５５ ０􀆰 ０６２ ０􀆰 ２４１ ０ ０ ０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３． 城市变量

城市变量来自 ２０１６ 年与 ２０１７ 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本文控制的城市特征包括

城市的教育供给水平、 城市规模、 产业结构、 公共服务水平、 环境污染状况和劳动力

收入水平等。 对大多数城市而言，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均有可能在满足一定的条件时获

得在本地接受义务教育的资格， 但大多数并不能在流入城市接受高中教育或参加高考。

因此本文只考虑流入城市的义务教育供给水平， 用 “小学师生比” 来度量。 其他城市

变量具体还包括代表城市规模的 “年平均人口数”、 衡量产业结构的 “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比重” ／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比重”、

“医生数量”、 “市辖区人均道路面积”、 “人口密度”、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和 “职工

平均工资” 等。 除 “人口密度” 与 “市辖区人均道路面积” 为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外， 其

他变量均为 ２０１６ 年数据①。

４． 入学门槛变量

我们通过各城市政府网站的官方文件或新闻报道， 手动搜集各城市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７ 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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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某年的义务教育入学政策。 从搜索结果来看， 有明确政策文件的地区以各城市全市层

面或中心城区为主。 入学政策信息比较明确的 ２５７ 个地级城市可以被分为积分入学城市和

材料入学城市两类， 数量分别为 ２３ 个和 ２３４ 个。 流入积分入学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通过

规定的积分项目积累分数来为子女争取入学名额； 流入材料入学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则

通过提交符合规定的材料来实现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 因为是对入学门槛的量化，

所以本文只考虑城市规定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能够获得入学资格的最低要求。

参照吴贾和张俊森 （２０２０） 的做法， 本文用材料种类数与材料中要求的年限来衡

量材料入学城市的入学难度， 以实现对材料入学城市入学门槛的量化。 材料项目包括

居住证、 就业材料、 居住材料、 无监护条件证明、 身份证、 户口簿、 入学申请材料、

流出证明、 出生证或接种卡、 学籍或就学材料、 社保材料、 计划生育材料十二大类。

材料入学门槛指数的构造方式具体如下：

首先， 将城市 ｊ 中材料项目 ｐ 的材料种类数 ｓｊｐ作为基础分， 要求的材料年限 ｙｊｐ作为附

加分， 利用 ｓｊｐ （１ ＋ ａｙｊｐ） 计算 ｊ 城市材料项目 ｐ 的难度得分。 材料种类数越多， 要求年限

越长， 城市的入学门槛就越高。 其中， ａ 代表年限的权重， 本文将 ａ ＝ １ 的计算结果作为

入学门槛指数的基本结果。 然后， 以难度得分为基础， 利用熵值法计算每一材料项目的

权重 ｗｐ。 熵值法确定权重的结果是， 各个城市材料要求都差别不大的项目， 如居住证、

社保材料等， 权重较小； 反之， 城市间要求差别很大的项目如无监护条件证明、 入学申

请材料等， 权重较大。 最后， 利用式 （１） 得到各个材料入学城市的入学门槛指数。

ＥＴ ｊ ＝ ∑１２

ｐ ＝ １
ｗｐ∗ｓ ｊｐ（１ ＋ ａｙ ｊｐ） （１）

而积分入学城市的积分项目繁琐复杂， 匹配成功的样本量过少， 能够和观念数据

匹配的 ７０５５ 个样本中仅有 ７３６ 个流入了积分入学城市。 并且， 和材料入学城市相比，

积分入学城市的入学门槛并不一定更高或更低， 比如凭材料入学的北京市的入学门槛

显然要高于凭积分入学的河源市， 凭积分入学的苏州市的入学门槛显然要高于凭材料

入学的乌鲁木齐市， 因此， 难以将积分入学城市的入学门槛指数与材料入学城市的入

学门槛指数合并为一个连续的指数。 所以本文仅考虑占绝大多数的流入材料入学城市

的样本。

另外， 本文也会使用城市户籍指数来捕捉其他方面的流入门槛， 以检验入学门槛

的作用。 户籍指数取自张吉鹏和卢冲 （２０１９） 对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０ 个城市的户籍门槛

量化的结果， 本文只使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的城市户籍指数。 表 ４ 为城市特征变量、 户籍

指数与入学门槛指数等城市层面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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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流入地城市层面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２５％分位数 ５０％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小学师生比 ２５７ ０􀆰 ０６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８ ０􀆰 ０６６

产业结构 ２５７ １􀆰 ０５４ ０􀆰 ５４１ ０􀆰 ７３８ ０􀆰 ９１５ １􀆰 １６０

医生数量（人） ２５７ １０９３８􀆰 ０７０ １０５６４􀆰 ９９０ ５１３２ ７９４０ １２９１１

市辖区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 ２４９ １３􀆰 ６５４ ９􀆰 ８８８ ８􀆰 ２８０ １１􀆰 ９６０ １６􀆰 ３１０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吨） ２３９ ２５２５０􀆰 ６５０ ３６４９４􀆰 ８４０ ６８９０ １３３９０ ３２０４０

人口密度（人 ／ 平方公里） ２５７ ４２９􀆰 ３７６ ３１８􀆰 ９７９ １８６􀆰 ９９０ ３４３􀆰 ８９０ ６２７􀆰 ３６０

职工平均工资（元） ２５７ ５９６７０􀆰 １４０ １２０８５􀆰 １１０ ５２１９５ ５７２２８ ６５０１５

年平均人口数（万人） ２５６ ４５７􀆰 ７４２ ３２９􀆰 ９３３ ２５０􀆰 ５ ３８４ ５９９􀆰 ５

城市户籍指数 １０８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８ ０􀆰 ０４８

入学门槛指数 ２３４ ０􀆰 １０１ ０􀆰 ０９１ ０􀆰 ０２６ ０􀆰 ０７８ ０􀆰 １３６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政府网站文件和相关文献 （张吉鹏、 卢冲， ２０１９） 数据计算得到。

（二） 模型设定

我们认为， 教养观念对市民化可能存在两个阶段的作用： 第一， 不同的教养观念

会促使流动人口选择流入不同的城市； 第二， 流入城市之后， 教养观念也会对流动人

口在当前城市的长期居住意愿产生影响。 第一阶段为流入城市决策。 劳动者在决定流

动时会面对一系列的备选城市， 个体 ｉ 选择流入城市 ｊ 的方程如下所示：
Ｃｈｏｓｅｎｉｊｈｋ ＝ α０ ＋ α１Ｃｈｉｌｄｈｋ × Ｃｊ ＋ α２Ｘｉ × Ｃｊ ＋ γｉ ＋ θｈ × μ ｊ ＋ εｉｊｈｋ （２）

其中， Ｃｈｏｓｅｎｉｊｈｋ表示户籍地为 ｈ 省 ｋ 区县的个体 ｉ 是否会选择城市 ｊ， 如果个体 ｉ 选
择流入城市 ｊ， 那么 Ｃｈｏｓｅｎｉｊｈｋ赋值为 １， 否则赋值为 ０。 因为每个个体 ｉ 都面临着 ｊ 个备

选城市， 所以第一阶段的样本数为流动个体数乘以城市数 （Ｎ × Ｍ）。 核心解释变量为

Ｃｈｉｌｄｈｋ， 表示 ｈ 省 ｋ 区县的子女教养观念。 Ｃｊ 表示城市特征向量， 其中包含我们关注的

城市入学门槛； Ｘｉ 表示个体特征向量。 为了控制其他个人特征对城市选择的影响， 我

们也控制了个人特征和城市特征的交互项 Ｘｉ × Ｃｊ。 我们还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 γｉ 以及

流出省 －流入城市对的固定效应 θｈ × μ ｊ， εｉｊｈｋ是随机扰动项。
第二阶段为是否长期居住决策。 流动个体流入城市之后， 会决定未来是否在当前

城市长期居住， 这一决策的方程如下：
Ｌｉｖｅｉｊｈｋ ＝ β０ ＋ β１Ｃｈｉｌｄｈｋ ＋ Ｚ ｉΓ ＋ δ ｊ ＋ εｉｊｈｋ （３）

其中， Ｌｉｖｅｉｊｈｋ表示户籍地为 ｈ 省 ｋ 区县， 流入城市 ｊ 的个体 ｉ 的长期居住意愿， 明确

决定在本地长期居住 ６ 年及以上的赋值为 １， 其他则赋值为 ０； Ｃｈｉｌｄｈｋ表示 ｈ 省 ｋ 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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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女教养观念， Ｚ ｉ 表示个体 ｉ 的个体特征和流动特征控制变量， δ ｊ 为流入城市固定效

应， εｉｊｈｋ为随机扰动项。

四　 实证结果

（一） 子女教养观念对城市选择的影响

我们首先分析了子女教养观念对城市选择的影响。 如果我们前面的分析逻辑正确，

子女教养观念更加倾向于协作培养的流动人口， 会更加倾向于选择入学门槛较低的城

市， 或者说避开入学门槛较高的城市。 实证分析的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子女教养观念对城市选择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子女教养观念 × 入学门槛指数
－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６）

子女教养观念 × 小学师生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子女重视程度 × 入学门槛指数
－ ０􀆰 ０４５∗∗∗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４６∗∗∗

（０􀆰 ００６）

子女重视程度 × 小学师生比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常数项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６）
－ ０􀆰 ３１６∗∗∗

（０􀆰 ０６６）
－ １􀆰 ４６５∗∗∗

（０􀆰 ０９８）

子女教养观念 × 其他城市特征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其他观念 × 城市特征控制变量 否 否 否 是 是

个体特征 × 城市特征控制变量 否 否 否 否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流出省 － 流入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４７５０４０ １６３６５９２ １４７５０４０ １４３４５１０ １４３０７３０

Ｒ２ ０􀆰 １２８ ０􀆰 １１７ ０􀆰 １２８ ０􀆰 １２８ ０􀆰 １２８

　 　 注： 被解释变量为 “是否流入”； 城市层面变量除入学门槛指数外全部取对数， 入学门槛指数已对中； 括号内

为流动个体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和政府网站

文件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５ 第 （１） ～ （５） 列加入了个体固定效应、 流出省 － 流入城市对的固定效应和

子女教养观念与其他城市特征的交互项。 其中， 城市特征具体包括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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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 比重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医生数量、 市辖区人均道路面积、 工业烟粉

尘排放量、 人口密度、 职工平均工资与年平均人口数。

第 （１） 列显示， 子女教养观念与入学门槛指数的交互项为负， 且在 １％ 的水平下

显著， 说明子女教养观念越接近协作培养的流动人口， 越倾向于流向入学门槛较低的

城市。 第 （２） 列中子女教养观念与小学师生比的交互项不显著， 说明城市的教育供给

水平对流动人口的城市选择没有显著影响。 第 （３） 列则同时加入了子女教养观念与入

学门槛指数、 小学师生比的交互项， 子女教养观念与入学门槛指数交互项的系数大小

与显著性水平未有太大变化， 而子女教养观念与小学师生比的交互项依旧不显著， 说

明在城市选择中主要还是入学门槛而非基础教育供给在起作用。

考虑到其他观念也可能对城市选择产生影响， 同时这些观念和子女教养观念之间

可能存在相关性， 我们在第 （４） 列中又加入了子女重视程度、 性别观念和人情观念与

入学门槛指数、 小学师生比的交互项， 并控制了子女重视程度、 性别观念和人情观念

与其他城市特征控制变量的交互项。 结果显示， 子女教养观念与入学门槛指数的交互

作用依然显著， 而子女重视程度的作用与子女教养观念类似， 即越重视子女的流动人

口， 越倾向于流向入学门槛更低的城市， 城市教育供给水平的作用同样不显著。 第

（５） 列则又加入了其他个人特征包括性别、 年龄、 受教育年限和去年平均收入与城市

特征的交互项， 以控制这些个人特征对城市选择的影响， 子女教养观念的相关结果仍

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协作培养型子女教养观念促使流动人口流向入学门槛较低的城市

的作用较为稳定。

（二） 子女教养观念对长期居住意愿的影响

１． 基本回归结果

在分析了子女教养观念对城市选择的影响之后， 我们也分析了其对流动人口在当

前城市长期居住意愿的影响。 理论上讲， 更加倾向于协作培养的教养观念意味着更加

注重和子女的团聚与互动， 这对长期居住意愿的影响同时有正反两个方面。 一方面，

它会使得流动人口更可能携带子女迁移， 因而可能会增加其在流入地城市的稳定性，

从而促进长期居住。 但另一方面， 更加注重和子女的团聚与互动意味着进行城市选择

和长期居住选择时， 更加以携带子女为前提， 这使得流动人口要综合考虑流入城市的

预期收入和子女教育条件。 随着子女的成长， 这将增加流动人口家庭为了更好的子女

教育环境而在城市间重新进行选择的可能性， 降低其在当前城市长期居住的意愿。 子

女教养观念对长期居住意愿的影响的基本回归结果如表 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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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子女教养观念对长期居住意愿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子女教养观念
０􀆰 ０９９∗∗∗

（０􀆰 ０３７）
０􀆰 １４７∗

（０􀆰 ０８２）
－ ０􀆰 ０３１
（０􀆰 ０６２）

－ ０􀆰 ０８３
（０􀆰 ０７３）

子女教养观念 × 入学门槛指数
－ １􀆰 ６９２∗∗

（０􀆰 ７２３）

子女重视程度
０􀆰 ０１３

（０􀆰 ０９９）
０􀆰 １１５∗

（０􀆰 ０６４）
０􀆰 １２９∗

（０􀆰 ０７３）

性别观念
－ ０􀆰 ０６１
（０􀆰 １２６）

０􀆰 ０８７
（０􀆰 ０７０）

０􀆰 １５９∗

（０􀆰 ０８５）

人情观念
０􀆰 ０９７

（０􀆰 １２３）
０􀆰 １０７

（０􀆰 １１２）
０􀆰 ０４１

（０􀆰 １２８）

年龄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年龄平方
－ １􀆰 ７２ｅ － ０５
（４􀆰 ５０ｅ － ０５）

－ ３􀆰 １９ｅ － ０５
（３􀆰 ６６ｅ － ０５）

－ ３􀆰 ７０ｅ － ０５
（４􀆰 １１ｅ － ０５）

同住家庭成员人数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７）

性别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３）

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３）

省内跨市
－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９）

－ ０􀆰 ０５２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４）

跨省
－ ０􀆰 １６２∗∗∗

（０􀆰 ０２７）
－ ０􀆰 １８４∗∗∗

（０􀆰 ０３４）
－ ０􀆰 １７９∗∗∗

（０􀆰 ０３５）

婚姻状况
０􀆰 １０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７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８０∗∗∗

（０􀆰 ０２６）

户籍地老家是否有宅基地
－ ０􀆰 １２０∗∗∗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８６∗∗∗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８７∗∗∗

（０􀆰 ０１４）

是否健康
－ ０􀆰 １０５∗∗∗

（０􀆰 ０４０）
－ ０􀆰 ０９１∗∗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８２∗

（０􀆰 ０４８）

Ｌｎ（去年家庭平均月收入）
０􀆰 ０９１∗∗∗

（０􀆰 ０１６）
０􀆰 ０９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９７∗∗∗

（０􀆰 ０１７）

常数项
０􀆰 ３５１∗∗∗

（０􀆰 ０２３）
－ ０􀆰 ７３９∗∗∗

（０􀆰 １７５）
－ ０􀆰 ７４１∗∗∗

（０􀆰 １３３）
－ ０􀆰 ８５１∗∗∗

（０􀆰 １４６）
流入城市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观测值 ７０２４ ６８１３ ６８１３ ５４９１

Ｒ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９２ ０􀆰 ２００ ０􀆰 １９９

　 　 注： 被解释变量为 “是否明确决定长期居住”； 第 （４） 列中入学门槛指数已对中； 括号内为系数估计值的标

准误， 其中第 （２） 至 （４） 列为区县层面的聚类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和政府网站文件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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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６ 第 （１） 列中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 子女教养观念的估计系数为 ０􀆰 ０９９， 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 第 （２） 列中加入了个体特征与流动特征的控制变量， 子女教养观

念的估计系数为 ０􀆰 １４７， 在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这说明协作培养型的子女教养观念会增

强流动人口在当前城市的长期居住意愿。 但第 （３） 列中， 控制了流入城市固定效应之

后， 子女教养观念不再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在城市选择的过程中， 协作培养型的子女

教养观念已经令流动人口更加集中地流向更容易长期居住的城市， 而流入城市固定效

应则剔除了这部分作用， 从而使得子女教养观念的作用变得不显著。 也可能是因为存

在入学门槛异质性： 在入学门槛高的城市， 注重子女团聚的协作培养型子女教养观念会

降低流动人口在当前城市长期居住的意愿， 促使其离开当前城市转而流向其他子女更容

易入学的城市； 在入学门槛低的城市， 协作培养型子女教养观念会因随迁子女容易入学

而促使流动人口更愿意在当前城市长期居住。 在全样本中， 正负两个方向的作用相互抵

消， 所以子女教养观念的总体作用不显著。

基于这一考虑， 我们在第 （４） 列中加入了子女教养观念与入学门槛指数的交互

项， 交互项系数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表明随着入学门槛的提高， 协作培养型的子

女教养观念更加倾向于降低流动人口在本地居住的意愿， 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流动人

口转而选择流向其他入学门槛更低的城市， 这与城市选择模型的逻辑一致。

在个体特征控制变量中， 同住的家庭成员人数越多， 居留意愿越强； 受教育年限

越长， 居留意愿也越强。 相对于市内跨县流动的群体， 跨省流动的流动人口的长期居

住意愿更弱， 其系数绝对值也大于省内跨市流动。 平均而言， 处于在婚状态的流动人

口的长期居住意愿比非在婚状态的流动人口高 ８􀆰 ０％ ， 而户籍地老家拥有宅基地的流动

人口的长期居住意愿比没有宅基地的低 ８􀆰 ７％ ， 这可能是因为土地的收益补偿会阻碍农

业转移人口定居 （刘媛媛等， ２０２１）。 身体相对健康的流动人口的长期居住意愿比不健

康的低 ８􀆰 ２％ ， 这可能是因为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人对城市医疗资源的需求更加迫切。

最后， 家庭收入为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提供经济保障， 家庭收入越高， 定居的意愿

越强。

在表 ６ 的基本回归结果中， 子女教养观念与入学门槛指数的交互项对是否明确

长期居住的系数显著为负， 但这个结果也有可能是与入学门槛相关的其他因素造成

的， 其中教育供给和其他方面的流入约束是关键的干扰因素。 为排除这些可能的相

关因素的干扰， 表 ７ 分别控制了子女教养观念与城市户籍指数和小学师生比的交

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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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子女教养观念与入学门槛对长期居住意愿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子女教养观念
－ ０􀆰 ０４０
（０􀆰 ０５６）

－ ０􀆰 ０８９
（０􀆰 ０６９）

０􀆰 ４９６
（１􀆰 ０７０）

０􀆰 ４５５
（１􀆰 ５９１）

子女教养观念 × 入学门槛指数
－ １􀆰 ８９４∗

（１􀆰 ０４１）
－ １􀆰 ７２９∗∗

（０􀆰 ７０６）
－ １􀆰 ８６８∗

（１􀆰 ０５３）

子女教养观念 × 小学师生比
０􀆰 ２０２

（０􀆰 ３６５）
０􀆰 １８９

（０􀆰 ５５１）

子女教养观念 × 城市户籍指数
－ １􀆰 ０１９∗

（０􀆰 ５９２）
－ ０􀆰 ３７１
（０􀆰 ７３９）

－ ０􀆰 ４８２
（０􀆰 ９０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流入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１３５ ３５２２ ５４８１ ３５２２

Ｒ２ ０􀆰 ２０１ ０􀆰 １９７ ０􀆰 １９９ ０􀆰 １９７

　 　 注： 被解释变量为 “是否明确决定长期居住”； 入学门槛指数与城市户籍指数均已对中， 小学师生比取对数；
括号内为系数估计值在区县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和政府网站

文件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７ 中第 （１） 列单独放入城市户籍指数和子女教养观念的交互项， 结果显示其系

数为负， 这意味着子女教养观念倾向于协作培养型的流动人口会选择留在户籍门槛较

低的城市。 第 （２） 列则同时加入了子女教养观念与入学门槛指数、 城市户籍指数的交

互项， 只有子女教养观念与入学门槛指数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控制了入学门槛

之后， 流入地城市的落户门槛并不显著影响子女教养观念对流动人口长期居住意愿的作

用。 第 （３） 列同时加入了子女教养观念与入学门槛指数、 小学师生比的交互项， 只有子

女教养观念与入学门槛指数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流入地教育供给水平也不会对

子女教养观念的作用产生显著影响。 第 （４） 列加入了前 ３ 列所有的交互项， 依旧只有子

女教养观念与入学门槛指数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 其作用较为稳健。 也就是说， 从子女

教养观念和流入地城市政策对流动人口长期居住意愿交互作用的视角来看， 起关键作用

的流入地城市政策是入学门槛。 这与第一阶段的流动人口城市选择的决策逻辑一致。

２． 稳健性检验

入学门槛是影响子女教养观念作用的重要因素。 在上文的分析中， 我们采用的是

ａ ＝ １时通过式 （１） 计算出来的入学门槛指数。 为避免偶然性， 此处我们通过调整材料

年限的权重， 即 ａ 的大小， 来检验入学门槛指数的影响是否稳健， 检验结果见表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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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入学门槛指数的稳健性检验： 调整年限的权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ａ ＝ ０􀆰 ２５ ａ ＝ ０􀆰 ５ ａ ＝ ０􀆰 ７５ ａ ＝ １􀆰 ２５ ａ ＝ １􀆰 ５ ａ ＝ １􀆰 ７５ ａ ＝ ２

子女教养观念
－ ０􀆰 ０８０
（０􀆰 ０７２）

－ ０􀆰 ０８１
（０􀆰 ０７２）

－ ０􀆰 ０８２
（０􀆰 ０７２）

－ ０􀆰 ０８３
（０􀆰 ０７３）

－ ０􀆰 ０８３
（０􀆰 ０７３）

－ ０􀆰 ０８４
（０􀆰 ０７３）

－ ０􀆰 ０８４
（０􀆰 ０７３）

子女教养观念 ×
入学门槛指数

－ １􀆰 ５５０∗∗

（０􀆰 ６７０）
－ １􀆰 ６１１∗∗

（０􀆰 ６９３）
－ １􀆰 ６５７∗∗

（０􀆰 ７１０）
－ １􀆰 ７５５∗∗

（０􀆰 ７４５）
－ １􀆰 ８０６∗∗

（０􀆰 ７６１）
－ １􀆰 ８４９∗∗

（０􀆰 ７７５）
－ １􀆰 ８８６∗∗

（０􀆰 ７８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流入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５４９１ ５４９１ ５４９１ ５４９１ ５４９１ ５４９１ ５４９１

Ｒ２ ０􀆰 １９９ ０􀆰 １９９ ０􀆰 １９９ ０􀆰 １９９ ０􀆰 １９９ ０􀆰 １９９ ０􀆰 １９９

　 　 注： 被解释变量为 “是否明确决定长期居住”； 入学门槛指数已对中； 括号内为系数估计值在区县层面的聚类

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和政府网站文件数据计算得到。

在表 ８ 中， 我们逐步调整年限权重， 令 ａ 从 ０􀆰 ２５ 逐步增加至 ２， 间隔为 ０􀆰 ２５， 计

算相应的入学门槛指数并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 子女教养观念与入学门槛指数交互项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这说明入学门槛对子女教养观念作用的负向影响较为稳健。 并且

随着年限权重的增加， 系数绝对值大小也在增加， 入学门槛的阻碍作用更强。

３． 机制分析

我们认为， 流动人口的城市选择和市民化意愿是对提高收入和家庭团聚两个目标

进行权衡的结果， 这意味着流动人口的城市选择与其和家庭成员的团聚或者分居状

态， 以及流入城市后是否为长期居住做打算是同一选择的不同方面。 与此同时， 教养

观念理论上主要涉及对子女的教育以及和子女的团聚或者分居状态。 因此， 如果教养

观念确实是影响市民化的因素， 那么其作用会体现在流动人口家庭关于子女的决策

中， 也会影响其他代表长期定居准备的指标。 表 ９ 和表 １０ 分别对这两个方面进行了

检验。

表 ９　 教养观念与子女相关决策

育有子女的群体
今后一段时间内打算

留在本地的群体
被雇用的劳动力群体

（１） （２） （３）

子女是否随迁 是否为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而留下 是否签订了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子女教养观念
０􀆰 １００∗

（０􀆰 ０５４）
０􀆰 １５６∗∗∗

（０􀆰 ０４５）
０􀆰 ２３４∗∗∗

（０􀆰 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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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育有子女的群体
今后一段时间内打算

留在本地的群体
被雇用的劳动力群体

（１） （２） （３）

子女是否随迁 是否为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而留下 是否签订了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流入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９１２ ５６３７ ２９８４

Ｒ２ ０􀆰 １７４ ０􀆰 １９６ ０􀆰 ２６５

　 　 注： 第 （１） 列回归样本限制在育有子女的群体之中， 第 （２） 列样本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打算留在本地的群体，
第 （３） 列样本为被雇用的劳动力群体； 括号内为系数估计值在区县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和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９ 的第 （１） 列显示， 协作培养型的子女教养观念会提高育有子女的流动人口

携带子女流动的概率， 这和协作培养型的子女教养观念更加重视子女陪伴的特征一

致。 第 （２） 列显示， 对于打算继续留在本地的群体而言， 子女教养观念越接近协作

培养， 留在本地的原因越可能为 “因为子女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 这一理由。 第

（３） 列中， 被解释变量 “是否签订了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是指在被雇用的劳动力

群体中， 个体是否与雇主签订了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若是， 则赋值为 １， 若未签订

劳动合同或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 一次性工作的、 试用期的劳动合同， 则赋值为 ０。

子女教养观念的系数为 ０􀆰 ２３４， 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 这意味着协作培养型的子女教

养观念会提高流动人口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概率， 这可能是因为子女已在流入

城市接受教育， 所以流动个体会选择比较稳定的生活； 也可能是因为各城市的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政策大都会要求父母提供劳动合同和已缴纳一定期限社保的凭

证， 所以为满足子女入学要求， 流动个体更倾向于签订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两种

情况下， 子女教养观念对稳定工作的正向作用都和子女是否在流入地城市接受教育

相关。

以上结果说明， 协作培养型子女教养观念会促使流动人口子女随迁， 为子女教育

而留下并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这表明教养观念的确会影响流动家庭对子女的相关决

策， 教养观念也确实通过子女来影响流动人口的长期居住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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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子女教养观念与入学门槛对其他长期居住准备或意愿的影响

育有 １５ 岁及以下

子女的流动群体
全样本

（１） （２） （３） （４） （５）

流入本市时长

２０１６ 年以来您在本地

是否参加过工会、 志

愿者协会的活动

今后一段时间，
您是否打算继续

留在本地

是否同意“我关注

我现在居住城市 ／
地方的变化”

是否同意“我
喜欢我居住的

城市 ／ 地方”

子女教养观念
－ １􀆰 ６０７∗

（０􀆰 ８５５）
２􀆰 ２６ｅ － ０５
（０􀆰 ０４３）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４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３）

子女教养观念 ×
入学门槛指数

－ １４􀆰 ７６０∗

（８􀆰 ５９７）
－ ０􀆰 ７８９∗

（０􀆰 ４３５）
－ １􀆰 ２２８∗∗∗

（０􀆰 ４５０）
－ ０􀆰 ５４４∗∗

（０􀆰 ２６７）
－ ０􀆰 ４０７∗

（０􀆰 ２１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流入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１１１ ５４９１ ５４９１ ５４９１ ５４９１

Ｒ２ ０􀆰 ２７０ ０􀆰 １２０ ０􀆰 ０９６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３

　 　 注： 第 （１） 列样本为育有 １５ 岁及以下子女的流动群体， 其他回归均为全样本； 入学门槛指数已对中； 括号

内为系数估计值在区县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和政府网站文件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１０ 为子女教养观念和入学门槛对流动人口其他代表长期居住准备或长期居住意

愿的指标的影响。 第 （１） 列中的被解释变量为流入本市时长。 随着流入本市时间的增

加， 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工资差异会逐渐缩小 （Ｃｈｉｓｗｉｃｋ， １９７８； Ｉｚｑｕｉｅｒｄ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公民参与度也会提升 （Ａｌｅｋｓｙｎｓｋａ， ２０１１）， 流动人口越可能适应并融入本地生

活， 在本地长期居住。 但是对于流入本市太久同时年龄也较大的人来说， 子女教养观

念和入学门槛可能不会起作用， 因为其子女可能早已完成学业， 不再受入学门槛的束

缚， 城市的就业机会反而更加重要， 所以第 （１） 列将回归限制在有 １５ 岁及以下子女

的样本中。 子女教养观念和入学门槛的交互项对流入本市时长的系数显著为负， 城市

的入学门槛越高， 具有协作培养型子女教养观念的流动人口在当前城市居住的时间越

短。 类似地， 入学门槛越高， 持协作培养观念的流动人口在本地的社会参与减少， 继

续居留意愿也会显著降低， 并且对本地的喜爱和关心程度也会减弱， 这意味着其他的

长期居住准备和长期居住意愿都会受入学门槛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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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子女教养观念与入学门槛对长期居住意

　 　 愿影响的异质性

（一） 个体教育水平的异质性

协作培养型子女教养观念与高入学门槛的联合作用会降低流动人口在当前城市的

长期居住意愿， 但这一作用对不同教育水平的群体可能会存在差异。 例如， 同样居住

在入学门槛较高的城市， 相比于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 教育水平高的群体可能更有能

力在此类城市定居， 在当前城市的长期居住意愿更强； 反过来， 教育水平高的群体的

选择更多， 在当前入学门槛较高的城市的长期居住意愿也可能更弱。 为探究个体教育

水平的异质性， 本文将高教育水平定义为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非高教育水平定义为

本科以下学历。 表 １１ 为个体教育水平的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表 １１　 子女教养观念与入学门槛对长期居住意愿的影响： 教育水平的异质性

变量
全样本 高教育水平 非高教育水平

（１） （２） （３）

子女教养观念 × 入学门槛指数 × 是否为高教育水平
－ ３􀆰 ８０３∗∗

（１􀆰 ８０８）

子女教养观念 × 入学门槛指数
－ １􀆰 ４８３∗

（０􀆰 ７６３）
－ ５􀆰 １２３∗

（３􀆰 ００２）
－ １􀆰 ３９２∗

（０􀆰 ７８６）

子女教养观念 × 是否为高教育水平
０􀆰 １８９

（０􀆰 １７６）

入学门槛指数 × 是否为高教育水平
２􀆰 ２２９∗

（１􀆰 １８８）

子女教养观念
－ ０􀆰 ０８８
（０􀆰 ０７７）

－ ０􀆰 １５３
（０􀆰 ２９３）

－ ０􀆰 ０７６
（０􀆰 ０７５）

是否为高教育水平
－ ０􀆰 ０７６
（０􀆰 １０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流入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５４９１ ３４３ ５１４８

Ｒ２ ０􀆰 ２００ ０􀆰 ４０７ ０􀆰 １９０

　 　 注： 被解释变量为 “是否明确决定长期居住”； 材料入学城市的入学政策不包含对随迁子女父母的教育水平存在

歧视的要求，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定义为高教育水平， 本科以下学历为非高教育水平； 第 （１） 列为全样本回归， 第

（２） 列样本为高教育水平流动人口， 第 （３） 列样本为非高教育水平流动人口； 入学门槛指数已对中； 括号内为系数

估计值在区县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和政府网站文件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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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１ 第 （１） 列中子女教养观念、 入学门槛指数与是否为高教育水平的三交互项

系数为 － ３􀆰 ８０３， 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 这说明教育水平更高的协作培养型流动个体对

入学门槛更敏感， 更有可能避开入学门槛高的城市。 第 （２）、 （３） 列将样本分为高教

育水平与非高教育水平， 进行分组回归。 第 （２） 列中， 虽然高教育水平样本过少， 但

子女教养观念与入学门槛指数的交互项系数仍在 １０％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大小为

５􀆰 １２３， 远大于第 （３） 列非高教育水平样本的系数 １􀆰 ３９２， 这与三交互项回归的逻辑一

致： 教育水平高的协作培养型流动人口对入学门槛更敏感， 反应更大。

（二） 进一步讨论

表 １１ 的回归结果显示， 相比于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 教育水平更高的群体的子女

教养观念与入学门槛的交互作用更大。 这可能是因为教育水平高的流动人口的选择更

多， 流动性更强， 更有能力避开入学门槛高的城市， 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教育水平高的

人更多具有协作培养型的子女教养观念。 因此， 我们利用包含子女教养观念指标的原

始的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２ 年 ＣＧＳＳ 数据， 将教育水平对子女教养观念指标进行回归， 探讨是

否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有协作培养的倾向， 具体结果见表 １２。

表 １２　 个体教育水平对子女教养观念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看着孩子长大

是人生中最大

的快乐

看着孩子长

大是人生中最

大的快乐

未经孩子许可， 做

父母的不能查看孩

子的日记和信件

未经孩子许可， 做

父母的不能查看孩

子的日记和信件

受教育年限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４）

私塾
０􀆰 ０１１

（０􀆰 １０１）
０􀆰 １５１

（０􀆰 １１２）

小学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２）
０􀆰 １７３∗∗∗

（０􀆰 ０４７）

初中
０􀆰 ０１９

（０􀆰 ０３５）
０􀆰 ２８６∗∗∗

（０􀆰 ０４９）

职业高中
０􀆰 ０４３

（０􀆰 ０９２）
０􀆰 ３４５∗∗∗

（０􀆰 １０２）

普通高中
０􀆰 ０２４

（０􀆰 ０４０）
０􀆰 ２７１∗∗∗

（０􀆰 ０５５）

中专
０􀆰 ０５４

（０􀆰 ０４６）
０􀆰 ４３６∗∗∗

（０􀆰 ０６７）

技校
－ ０􀆰 ０９８
（０􀆰 ０８７）

０􀆰 ３６６∗∗∗

（０􀆰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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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看着孩子长大

是人生中最大

的快乐

看着孩子长

大是人生中最

大的快乐

未经孩子许可， 做

父母的不能查看孩

子的日记和信件

未经孩子许可， 做

父母的不能查看孩

子的日记和信件

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
－ ０􀆰 ０８７∗

（０􀆰 ０５３）
０􀆰 ４７２∗∗∗

（０􀆰 ０６８）

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
－ ０􀆰 ０７０
（０􀆰 ０５７）

０􀆰 ３７６∗∗∗

（０􀆰 ０７３）

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
０􀆰 ０５１

（０􀆰 ０６９）
０􀆰 ３０８∗∗∗

（０􀆰 ０９２）

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
－ ０􀆰 ０７３
（０􀆰 ０６０）

０􀆰 ３３９∗∗∗

（０􀆰 ０７８）

研究生及以上
－ ０􀆰 １１６
（０􀆰 １９８）

０􀆰 １９９
（０􀆰 １４４）

常数项
３􀆰 ９７０∗∗∗

（０􀆰 １３９）
３􀆰 ９６６∗∗∗

（０􀆰 １４５）
３􀆰 ８０１∗∗∗

（０􀆰 １８１）
３􀆰 ７９９∗∗∗

（０􀆰 １７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区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８７７ ４８７７ ８９６１ ８９６１

Ｒ２ ０􀆰 １１６ ０􀆰 １１３ ０􀆰 １０２ ０􀆰 ０９９

　 　 注： 括号内为系数估计值在区县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１２ 第 （１） 列将不同的教育水平转化为多个虚拟变量， 对照组为 “未接受过教

育”。 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个人特征和区县固定效应之后， 代表不同教育水平的虚拟

变量对 “看着孩子长大是人生中最大的快乐” 的同意程度的回归系数几乎都不显著。
为使教育水平与子女教养观念倾向的关系更加直观， 我们也将 ＣＧＳＳ 数据中的受教育程

度转化为受教育年限。 在第 （２） 列中， 受教育年限对 “看着孩子长大是人生中最大的

快乐” 的同意程度的影响依旧不显著。 这意味着对 “看着孩子长大是人生中最大的快

乐” 这一观念的认可程度与个人教育水平无关。
第 （３） 列中被解释变量为对 “未经孩子许可， 做父母的不能查看孩子的日记与信

件” 的同意程度， 除 “私塾” 和 “研究生及以上” 外， 其他虚拟变量系数均在 １％ 的

水平下显著为正。 总体上，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 系数也在逐渐增大， 说明教育水平

越高， 越同意 “未经孩子许可， 做父母的不能查看孩子的日记与信件”。 第 （４） 列中

受教育年限的系数也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认可 “未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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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许可， 做父母的不能查看孩子的日记与信件”。 整体而言， 个人教育水平越高， 越倾

向于持协作培养型的子女教养观念。 因此表 １１ 所呈现的不同教育水平的异质性， 有可

能有两种来源： 一是高教育水平的父母对入学门槛更为敏感； 二是同一来源地的流动

人口， 高教育水平的个体更倾向于持协作培养的教养观念。 对于这两种可能性， 本文

暂时难以区分。

六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 ２０１７ 年全

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及城市层面的数据， 研究子女教养观念对城市选择和

市民化的作用。 研究发现， 子女教养观念越接近于协作培养型教养方式的流动人口越

倾向于流入入学门槛更低的城市。 子女教养观念对在当前城市的长期居住意愿的总体

作用不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在进行城市选择的过程中， 协作培养型的子女教养观念已

经令流动人口更加集中地流入更容易长期居住的城市， 而加入流入城市固定效应则会

剔除这部分作用， 从而使得子女教养观念的作用变得不显著； 也有可能因为存在入学

门槛异质性， 子女教养观念的总体作用不显著。 在加入子女教养观念与入学门槛的交

互项之后， 其系数显著为负， 较高的入学门槛会促使持有协作培养型教养观念的流动

人口离开当前城市。
研究还发现， 协作培养型子女教养观念促使流动人口携带子女流动， 并使流动人

口为了子女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而留在当前城市并选择较为稳定的工作， 并在其他维

度表现出融入城市的行为倾向。 这表明子女教养观念确实会通过子女影响流动人口的

市民化。 高教育水平的持协作培养型教养观念的流动人口对入学门槛更加敏感。 这可

能是因为教育水平越高的群体选择更多， 流动性更强； 也可能是因为教育水平越高，

在原有文化环境相同的条件下， 个体层面越容易接受协作培养型的子女教养观念。
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 入学门槛是阻碍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过高

的入学门槛会使现代化的协作培养型子女教养观念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产生负

向作用， 并将高教育水平的流动群体和倾向于稳定工作的流动群体排除在城市之外，

而二者都是城市发展亟需的人才。 此外， 从长期的视角来看， 流动人口的子女养育观

念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向城市居民靠近， 但这种观念自发改变而导致的市民化进程的推

进， 会因为城市入学门槛的存在而受阻。 因此， 为提升流动人口市民化意愿， 应降低

城市对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限制， 以加速市民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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